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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驻华使领馆的情报工作 与修约决策（1843—1869）

·专题研究·

英国驻华使领馆的情报工作 
与修约决策（1843 —1869）

郑彬彬  张志云

摘  要：在 19 世纪 40—60 年代英国对华商贸扩张与修约决策中，英国

驻华使领馆的情报工作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们通过商贸情报的搜集与更新，配

合英国政府将对华商贸扩张从沿海导向内陆。他们对清政府内政情报的刺探，

使英国对华认知从商贸范畴扩展到政治领域。情报积累的日渐丰富，加深了英

方的对华认知，使其对华交涉跳脱商贸扩张的单一视角，试图在商贸扩张与对

华政策的把握上取得某种平衡。通过“情报搜集—认知中国—政策调适”的模

式，英方不仅在 1868—1869 年的修约交涉中实现了商贸扩张与对华决策的平

衡，为英国攫取在华利益打下了基础，而且改变过去向清政府一味施压的办

法，开始着手在清政府内部培养“代理人”，以诱导清政府实现变革，从而服

务其在华扩张。

关键词：情报工作  英国对华决策  阿礼国  中英关系

在 19 世纪英国对华进行商贸扩张和势力渗透的过程中，对华认知成为关键环

节并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既有研究或从“近代外文报刊—信息整合与传

播—中英外交”的角度，讨论近代报刊的情报效用和舆论营造对中英关系的影响；

或从“译者—学者—英国的中国知识”角度，论述英驻华外交使节、领事（简称

“使领”）和译员的情报工作如何影响英国汉学发展，进而丰富英国政府的对华认

知。A这些研究虽涉及影响英国对华决策的情报因素，但并未对英国驻华使领馆的

	 A	� 吴义雄、范岱克讨论在华洋商利用外媒报刊整合信息、营造舆论，以影响英国对华政

策。（吴义雄：《鸦片战争前在华西人与对华战争舆论的形成》，《近代史研究》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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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报工作、英方对华认知与外交决策的互动关系展开系统讨论。

基于此，本文拟按照“情报网络—情报搜集—认知中国—影响决策”的逻

辑，通过系统挖掘英国外交部档案，A辅以英国议会文书和《筹办夷务始末》等

资料，B呈现 1843— 1861 年英国如何依托驻华使领馆构建情报网络，搜集中国商

贸情报和内政情报，并探讨英方的情报工作如何形塑英国的对华认知，进而影响

1868—1869 年英国的对华修约决策。

一、英国驻华使领馆情报网的建立

英国政府的情报触角伸入中国，是以英外交部驻华机构为载体的。1843 年，

英国第一批领事进驻中国通商口岸，开启了英国政府摆脱东印度公司的情报限制，

建立外交部直属情报网络的序幕。英驻华使领馆情报网络的构建经历两个阶段：商

务总监兼任特使（Chief Superintendent of Trade and Plenipotentiary）并管辖领事阶

段；公使（Envoy Extraordinary and Minister Plenipotentiary）兼任商务总监并管辖领

		�  第 2 期；《在华英文报刊与近代早期的中西关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年；范岱克：《广州贸易：中国沿海的生活与事业（1700—1845）》，江滢河、黄超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年，第 182 页）朱玛珑认为，19 世纪 30—70 年

代东亚口岸形成了以外文报纸、口岸间定期轮船和电报为支柱的，传播“公开信息”

服务海上贸易的“港际情报体制”。（《外交情报与港际报业：以 1874 年台湾事件日、

中两国轮船运兵消息为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93 期，2016 年；

《信任的边界：1860 年代香港与上海的“港际情报体制”与汇丰银行的成立》，刘序

枫编：《亚洲海域间的信息传递与相互认识》，台北：台湾“中研院”人文社会科学研

究中心，2018 年，第 475—506 页）何伟亚、关诗珮从“知识生产与殖民统治”的角

度，讨论了英国驻华使领馆译员的情报工作与汉学研究。（何伟亚：《英国的课业：19
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刘天路、邓红风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年；关诗珮：《译者与学者：香港与大英帝国中文知识建构》，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2017 年）

	 A	� 本文利用的英国外交部档案主要是 FO 17 和 FO 228。FO 17 为英外交部政治处档案，是

驻华使领馆情报最终汇集处，是英外交部对华决策的信息基础。FO 228 是英国驻京公

使馆档案，是驻华使领馆情报在中国的汇集处，是英国公使处理对华事务、向英国政府

提供决策参考的信息基础。FO 17 与 FO 228 体量庞大且多为手稿，是英方掌握的一手

情报。

	 B	� 本文利用的英国议会文书有出版物和数据库两类。出版物为W. Beasley et al., eds.,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BPP), China, Vol. 40, Shannon: Irish University Press, 1972.数据库为 
ProQuest Database of UK Parliamentary Papers（UKPP），网址：https://parlipapers.proquest.
com/parlipap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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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阶段。A两个阶段的次第演进不仅意味着英驻华使领馆建制的完善，也推进了驻

华使领馆情报网络在纵向与横向两个方面铺开。

（一）商务总监兼任特使并管辖领事阶段的情报网构建

1842 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英驻华机构进入商务总监兼特使并管辖领

事阶段。这一阶段，英国政府未获派遣常驻外交使节进驻北京的权利，故任命管辖

英国在华商贸事务的商务总监兼任对华外交特使，伺机前往中国“全权”交涉两国

外交事务。鉴于条约准许英方派遣领事进驻通商口岸“专理商贾事宜”，B英外交

部确定商务总监为驻华领事的最高长官，领事依从商务总监指令展开工作。C由于

商务总监同时兼任港督，驻节香港，D英方遂建立起以驻港商务总监署为上级机构，

各口岸领事馆为下属机构的纵向体系。商务总监虽具特使头衔，但在外交部的位阶

仅相当于总领事。E

商务总监和领事还有另外一层身份，他们均是英国驻华情报人员，驻华伊始即

以商贸情报为重点，帮助英国政府掌握对华贸易情况。1844 年，英国外交部指示

商务总监德庇时（John Davis）：
有关各口岸贸易、航运之所有数据和描述应尽可能详细，并列表呈

现。你应时刻关注领事常规数据搜集未包含的情报，如中国人生活方式、

习俗、国内经济等英国政府十分感兴趣的情报。从国家的角度来看，这些

情报可能是有用的，它为商业活动指明正确方向。F

由此可见，英国搜集的商贸情报由两个层次构成：一为领事情报；二为商务

总监情报。为获取商贸情报，英驻华机构通常采取常规性和自主性两类情报搜集方

	 A	� 1834 年英国政府废除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权后，即尝试建立驻华商务监督制度

（Superintendent of Trade of British Subjects in China），管控对华贸易。该制度设监督3名：

总监（Chief Superintendent）、第二监督（Second Superintendent）和第三监督（Third 
Superintendent）。《南京条约》签订后，英外交部以商务总监为驻华最高长官，不再任

命第二、第三商务监督，仅在总监离职时任命某领事为商务监督，代行总监职权。详见
FO to Napier, Jan. 25, 1834, FO 17/5, London: The National Archives, pp. 1, 8, 10-11; FO 
to Bowring, Jan. 19, 1852, FO 17/186, pp. 7-8.

	 B	�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Treaties, Conventions, etc.,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States, Vol. 1, Shanghai: The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1917, p. 352.

	 C	� FO, Regulations for the Consulates in China, Dec. 21, 1843, FO 17/469B, pp. 1-2.
	 D	� FO to Davis, Feb. 28, 1844, FO 17/469B, pp. 30-32.
	 E	� Select Committee, “Report,” Select Committee on Consular Service and Appointments: 1857-

1858, UKPP, p. v.
	 F	� FO to Davis, Feb. 28, 1844, FO 17/85, pp. 5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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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A领事搜集的常规性情报包括前来通商口岸开展贸易的英籍和其他外籍商船

的船只信息、贸易地点、进出口货物数量及价值、中国口岸通货信息、物价信息

等。B商务总监情报包括两类内容：（1）整合所有领事提交的各口岸贸易、航运数

据；（2）补充领事常规性情报未包含的、有助于指导英国在华商业活动的情报，如

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习俗、经济活动等。

以上述情报为基础，领事和商务总监会定期生成微观和宏观两种商贸情报。

微观情报由包含一年中通商口岸航运、贸易数据的《贸易报表》和对数据进行分

析、说明的《贸易报告》构成。宏观情报是以领事情报为基础的《五口贸易陈述》

（Statement of the British Trade at Five Ports of China）。不过，《五口贸易陈述》仅是

对领事提交数据的简单整合，无法反映五口贸易的详情。英国对华商贸情况的完整

掌握，还有赖于某些领事对情报的自主性搜集。

需要指出的是，在中英条约体制下，由于领事裁判权的存在，英国外交部摒弃了19世

纪通行的商人兼任领事制度，严禁驻华人员以任何形式从事商贸活动，将驻华机构经费纳

入英国国家财政，C英国驻华人员得以实现全职、全薪。这对情报工作产生了两方面影响。

一方面，加强情报工作的专业性。英国秉持所谓“自由贸易原则”，规定驻外使

领应为“英国海外商贸整体利益服务”而非“为单个商人代言”，商贸情报需呈现英国

与当地贸易之全貌。D驻华使领全职全薪有助于他们摆脱自身利益的羁绊，站在英国

对华贸易的全局搜集情报，从而提升情报工作的专业性。1857 年，上海副领事罗伯逊

（D. B. Robertson）的商贸情报就因符合要求而被英外交部列为各使馆学习的范本。E

另一方面，产生新的宏观情报。驻华机构纳入国家财政，使英国外交部背负了

沉重的财政压力，F使得商务总监必须在确保驻华机构“完美高效”运转的同时，

	 A	� 常规性情报工作指驻华使领根据英外交部、商务部、海军部的情报要求，搜集特定对

象之信息，并以统一格式上报外交部，以《贸易报表》（Report on Trade）、《贸易报告》

（Returns of Trade）为典型，是英方认知对华贸易态势的基本资料。自主性情报搜集指驻

华使领在外交部授权下，根据实际随时搜集上报一切涉及英国利益的重要情报，多与中

英交涉的重大事项相关（如中国政治制度、通商口岸的选择、司法问题、税收问题等）。

这两类情报对英国对华决策有着关键影响。

	 B	� FO to Napier, Jan. 25, 1834, FO 17/5, pp. 31-33.
	 C	� The Select Committee, “Report,” Report from Select Committee on Consular Service and 

Appointments: 1857-1858, UKPP, pp. iii-xii; FO to China Consuls, Dec., 1843, FO 17/469B, 
pp. 9-10.

	 D	� D. C. M. Platt, Finance, Trade, and Politics in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815-1914,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8, pp. 95-97.

	 E	� Clarendon, Circular, Feb. 24, 1857, FO 228/278, p. 160.
	 F	� 例如 1856 年驻华使领的薪酬达 2.69 万英镑，占同期英国驻外领事总薪酬 12.68 万镑的

21.2%，详见 Conyngham, Return of the Salaries and Emoluments in Civil Service Subject to 
Superannuation Deductions, 1835 and 1856, UKPP, pp. 156-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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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控花费于最低限度”。A这要求商务总监时刻关注口岸贸易态势，调整各领馆人员

配置，并报告外交部。这类人事报告常包含商务总监对口岸贸易现状、定位及中英外

交走向的意见等信息，可被视为新的宏观商贸情报。如 1848 年 12 月，商务总监文翰

（Samuel Bonham）指出，福州国际贸易流量不足，维持福州领馆不合乎商业逻辑，但

福州作为福建省会和闽浙总督驻地，极具政治意义，因此他反对裁撤福州领馆，建议

将其降级为厦门领馆的派出机构，作为日后与清政府交换其他口岸的筹码。B

依托英驻华机构，英方搭建了以商务总监为中枢的信息传递制度。在电报尚未

引入中国前，英外交大臣与驻华使领的信息交流主要依靠轮船转运公务信函。鉴于

中英远隔重洋，英国难以对领事情报作出及时回应，英外交部决定领事不与伦敦直

接通信，仅与商务总监保持信息往来，商务总监须将其下达给领事的工作指示以及

领事的各类重要报告递交伦敦，确保英国政府掌握必要的信息。C驻港商务总监就

此成为英国在远东的信息汇集点。

该信息制度将散布东南沿海的英国驻华机构与香港、伦敦连缀成为一个情报网

络。该情报网络有三个层次的信息传递线路：第一，各领馆雇佣信使和洋行商船，

保持口岸间的信息交流；第二，各领事与商务总监通过英军舰、英商鸦片船和大英

轮船公司（Peninsular and Oriental Company）的“香港—上海”航线保持通信；第

三，驻港商务总监通过英军舰、中英鸦片船和“P&O”远洋轮船，实现“香港—锡

兰—苏伊士—南安普顿—伦敦”的信息传递。D通过这三条线路，英国驻华机构搜

集的各类情报源源不断涌向伦敦。

（二）公使兼任商务总监并管辖领事阶段情报网的完善

1858 年中英《天津条约》签订后，英方的情报网趋于完善。该条约准许英方

派遣全权公使驻华，1859 年 3 月，英外交部任命卜鲁斯（Frederick Bruce）为首任

驻华公使兼商务总监，建立与清朝中央政府的直接外交联系。E自此，英国驻华最

高长官变为常驻全权公使，1861 年公使进驻北京后，英方的情报触角突破东南沿

	 A	� FO to Bonham, Sept. 22, 1848, FO 17/139, pp. 94-96.
	 B	� Bonham to Palmerston, Dec. 26, 1848, FO 17/469B, pp. 187-188. 用贸易不彰之旧口岸交

换新口岸，以扩大英国在华利益，这是英国对华交涉的惯用手段。在 1867— 1869 年的

中英修约中，阿礼国便建议用台湾交换宜昌，详见 Alcock to Clarendon, Oct. 29, 1869, 
Reports on Consular Establishments in China: 1869, UKPP, p. 13.

	 C	� FO to China Consuls, Dec., 1843, FO 17/469B, p. 7.
	 D	� John K. Fairbank, 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 Vol. 1, Cambridge, M. 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pp. 168-171.
	 E	� Malmesbury to Bruce, Mar. 1, 1859, FO 228/263, pp. 9-11. 1883 年英国政府废除商务总监

职务，详见 FO to Parkes, Nov. 6, 1883, FO 228/720, pp. 5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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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地区，进入清朝政治中心。

公使驻华推动了英国对华情报工作的完善。首先，卜鲁斯将公使馆秘书处（Legation �
Secretary Office）与商务总监署汉文处（Chinese Secretary Office）合并。在英国使领体制

中，使馆秘书是具有外交职权的外交官，然而，当时胜任驻华使馆秘书者对中国事务

既无背景知识也无兴趣，他们多将来华工作视为谋求更高职务的垫脚石。汉文秘书帮

助商务总监翻译中英往来函件、研究中国文化、搜集清政府政治情报，虽然汉学知识

丰富但仅属低阶领事官员，无法成为高阶外交官。A

卜鲁斯进驻中国后急需一名晓畅中文、深谙中国文化的高阶外交官员，负责与

总理衙门的日常交涉。1862年 4月，他将汉文处与公使馆秘书处合二为一，任命“出

身、教育和经历十分合格”的汉文处秘书威妥玛（Thomas Wade）为“中华京都参赞

大臣兼理汉文正使”，提升为公使馆二号主官。B这打破了英国驻华外交官与汉学专

才之间的制度壁垒，为英国公使获得过去无法获得的中国内政情报提供了制度支持。

其次，改革学生译员制度，增强驻华人员情报获取能力。该制度设立于 1854
年，是英国驻华机构的后备人员培养制度。英外交部每年从伦敦国王学院、贝尔法

斯特女王学院、剑桥大学等挑选 10 名左右毕业生，以学生译员身份来华，在商务

总监署和各领馆学习中文、领馆业务和情报业务。C公使驻京前，该制度存在学员

薪资过低和因领馆业务繁忙挤压学员中文学习等弊端。D卜鲁斯与威妥玛不仅建议

外交部在学员招募时注重中文考核，而且将学员集中于北京公使馆，由汉文正使和

汉文处中文教师指导学习中文和汉学。E1861 年，学员招募被纳入英国文官考试

范畴。F通过考试者以学生译员身份来华，在公使馆汉文处集中学习中文 1—3 年，

考核合格后至各领事馆工作。这为英方刺探中国内政情报储备了人力。

再次，扩大情报网络。中英《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签订后，通商口岸扩展

至沿海地区和长江流域。为保障驻京使馆与各地领馆的信息流通，《天津条约》第

四款规定，“大英钦差大臣并各随员等，皆可任便往来，收发文件，行装囊箱不得

	 A	� Alexander Michie, The Englishman in China during the Victorian Era: As Illustrated in the 
Career of Sir Rutherford Alcock, Vol.Ⅱ, Edinburgh and London: William Blackwood and Sons, 
1900, p. 132.

	 B	� Bruce to Malmesbury, Jun. 13, 1859, FO 17/312, pp. 204-208; Russell to Bruce, Jan. 27, 1862, 
FO 228/318, pp. 31-33;《卜鲁斯照会恭亲王》（1862 年 4 月 15 日），FO 682/2003/20.

	 C	� Bowring to Cooper, Mar. 5, 1855, FO 17/228, pp. 163-164；关诗珮：《译者与学者：香港

与大英帝国中文知识建构》，第 300—330 页。

	 D	� Select Committee, “Minutes of Evidence,” Select Committee on Consular Service and 
Appointments: 1857-1858, UKPP, p. 286.

	 E	� Wade to Bruce, May 30, 1859, FO 17/313, pp. 129-131; Bruce to Russell, Aug. 23, 1861, 
FO 17/354, pp. 141-146.

	 F	� Russell to Bruce, Aug. 8, 1861, FO 228/298, pp. 112-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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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擅行启拆，由沿海无论何处皆可。送文专差同大清驿站差使一律保安照料”。A

英方据此雇佣华人为信使，在各通商口岸和驻京使馆间传递消息，且受到条约保

护。通商口岸获取的各类情报源源不断涌入北京公使馆。英使领情报网从“东南五

口—香港”转变为“北京—沿海、沿江地区”。情报网络的扩大促使信息传递制度

发生改变。

最后，改善信息传递效率。1861 年英外交部鉴于公使驻京使信息传递线路延

长为“北京—伦敦”，遂命各领事“向公使兼商务总监递交公函时，将关涉英国利

益和英国政府急需知晓之事制成副本直送伦敦”。B1865 年后，领事《贸易报告》

传送演变为原件上交北京、副本递送伦敦，确保伦敦能够掌握中英贸易的最新态

势。C这意味着，驻京公使不再是英外交部获取中国情报的唯一渠道，伦敦可以更

快速地获得领事的重要情报，以筹划对华决策。

综上所述，英外交部驻华机构是英国政府情报渠道进入中国的载体。随着英国

驻华使领体系的完善，英国构建了以商务总监 / 公使为首，通商口岸领事为主要负

责人的情报网络。领事裁判权使得驻华使领成为全职全薪的专职官员，加强了情报

工作的专业性。英国公使进驻北京，不仅使英国情报触角延伸至清朝政治中心，而

且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以完善其对华情报工作。

二、英国驻华使领馆的情报搜集

与情报网的建设同步，英国使领驻华伊始便开始了系统性的情报搜集。中国商

贸情报和内政情报是他们的主要目标，也是英政府掌握中国市场动态、窥探清政府

内情的基本资料。

（一）搜集中国商贸情报

五口通商后，英国政府迫切需要了解通商口岸信息，以利英商开展针对性的贸

易活动。在 19 世纪“统计运动”影响下，英国领事多从驻地国政府公布的权威数

据中获取信息。D可在 1864 年总税务司署定期发布各类统计数据前，清政府并无

	 A	� Statistical Department, Treaties, Conventions, etc.,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States, Vol. 1, 
p. 406.

	 B	� Russell to Bruce, Jun. 8, 1861, FO 228/298, pp. 8-10.
	 C	� Wade, Circular, Jun. 29, 1865, FO 233/22.
	 D	� 19 世纪 30 年代英国“统计运动”与政府信息搜集，参见 Daniel R. Headrick, When 

Information Came of Age: Technologies of Knowledge in the Age of Reason and Revolution, 
1700-185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8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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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各国行之经年的贸易信息公布制度。A既然如此，英驻华使领又从何处获取贸

易信息呢？

中英系列不平等条约是领事系统搜集贸易数据的制度依托。《南京条约》第二

款规定，英国领事应确保英商“清楚交纳货税、钞饷等费”，本文称之为“条约保

税职责”。《五口通商章程》将该职责细化为两个方面。（1）英商船抵达中国通商口

岸后，英商须向领事提交含有船只吨位、船员、货物信息的船牌、舱单和报单，领

事将这些数据登记成册。这些《登记册》（Register）成为领事撰写《贸易报表》的

一手资料。（2）为履行条约保税职责，条约授权领事介入口岸税收管理工作，参与

确定纳税“洋钱”与白银的兑换率、掌握口岸计量标准。这使领事能将口岸贸易数

据在统一的标准下进行整合，便于英国政府和英商查阅。B

在条约保税职责框架下，各领事在“通商口岸的各国贸易”和“通商口岸的英国

贸易（含香港）”口径下统计如下数据：口岸进出洋船（Foreign Vessel）数据、口岸与

中外其他口岸的贸易数据、他国船只进出口贸易数据、英国船只（含香港船只）进出

口贸易数据、口岸主要进出口货物的贸易数据和税收数据等。上海、广州领事还偶有

统计进口货物复出口（Re-export）其他口岸的数据。C这些数据除英国口岸贸易数据

来自领馆《登记册》外，其他国家的贸易数据多来自该国领事和清政府海关。D

领事依《登记册》和其他渠道获取的数据完成《贸易报表》后报送商务总监，

商务总监据此撰写《五口贸易陈述》，分析中英五口贸易总体态势。这些统计数据

表明，五口中仅广州、上海和厦门与英国存在贸易往来。E这成为 19 世纪 40 年代

末英国筹划寻找新的通商口岸的肇因。

然而，领事《贸易报表》和商务总监《五口贸易陈述》并不能反映中英贸易实

	 A	� 参见张志云：《中国海关造册处与中央统计制度（1859—1911）》，吴松弟主编：《海关文

献与近代中国研究学术论文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年，第 70—104 页。
19 世纪 60 年代，总税务司署发布各类统计数据和文字报告后，英国使领得以获取可靠

的商贸信息，他们直接将税务司数据报告递交英外交部。

	 B	� Statistical Department, Treaties, Conventions, etc.,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States, Vol. 1, 
pp. 352, 384-387. 1847 年和 1848 年的上海《贸易报表》以英镑为统计标准，广州、厦

门以西班牙银元为统计标准。商务总监文翰为“公平地比较各口贸易”，根据上海领

事提交的汇率将英镑折算为西班牙银元。详见 Bonham to Palmerston, Apr. 17, 1849, FO 
17/154, pp. 144-147.

	 C	� 1846 年 2 月 10 日，商务总监曾下发四个表格统一信息格式，但笔者未发现这四个表格，

现存的各领事《贸易报表》未严格遵循统一的表格形式，但统计内容相同。详见 Alcock 
to Davis, Jan. 12, 1847, FO 17/123, pp. 164-188.

	 D	� 1845 年广州领事《贸易报表》的荷兰贸易数据来自荷兰领事，美国贸易数据来自粤海

关通事给海关监督的报告 , Macgregor to Davis, Apr. 23, 1846, BPP, Vol. 40, pp. 408, 414.
	 E	� 上海领事和商务总监提交的 1845— 1849 年贸易统计数据，详见 BPP, Vol. 40, pp. 708, 

713, 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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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状况。1850 年商务总监文翰向英外交部评述贸易数据时，特地在结论部分补充：

这些数据不可用于统计目的。各口岸走私频发，使这些表格反映的

进出口贸易量与真实情况相去甚远。广州领事和厦门领事已就如何减少

走私与中国地方官交涉，但收效甚微……导致这些数据失真的另一原因

是，大量英国工业品通过美国船只进口中国口岸，这部分贸易我们没有

准确的数据。我们也不用期待出口贸易的准确数据，因为茶、丝和中国

其他土产……很可能由美国船只直运英格兰。A

可见，缺乏准确数据是《贸易报表》失真的原因。领事数据均摘编自领馆《登记

册》，专指已纳税的货物，B这在走私频发的背景下自无统计价值。统计口径方面，

《贸易报表》以商船国籍作为计算各国贸易额的标准，使非英籍船只进出口的英国

货物无法计入英国贸易额。笔者测算厦门领事统计的 1849 年厦门贸易数据发现，

这两项漏损几占该年英国在厦门贸易额的 66%。C

领事统计数据的缺陷与条约保税职责存在较大关联。在当时的驻华领事中，

仅英领事被条约赋予确保英商纳税的职责。美、法、葡等国领事不仅无此职责，

且多为商人充任。D这使英商选择非英籍船只从事贸易，逃避领事监管偷漏关

税。E在此意义上，条约制度既是英国领事获取口岸贸易信息的制度依托，也是

数据失真的成因。

在《贸易报表》存在严重缺陷的情况下，领事的自主性情报搜集因之成为英国

外交部克服数据缺陷、认知中国市场的重要参考。阿礼国（Rutherford Alcock）及

巴夏礼（Harry Parkes）的情报工作不仅发现了弥补数据缺陷的方法，而且为英方

描绘了一个通商口岸以外中国内陆贸易网络的图景。

1844—1859 年，阿礼国历任英国驻厦门、福州、上海和广州等地领事，F巴夏

礼于 1844—1849年担任其译员。在这“亲密友好、相互成全”的 5年时间里，G阿

礼国对通商口岸贸易展开跟踪研究。他在福州、上海领事任内撰写了 8 份长篇报告，

	 A	� Bonham to Palmerston, Apr. 23, 1850, FO 17/167, pp. 32-33.
	 B	� Alcock, Returns of Trade at the Port of Shanghae, Dec. 31, 1846, FO 17/123, p. 170.
	 C	� 在厦门，1849 年英国贸易额为 29.15 万镑，他国贸易为 9.33 万镑。他国贸易“尽管大

部在西班牙、荷兰和美国名义下进行，但实为英商或华商所有”，华商来自“新加坡和

海峡殖民地”，贸易范围是厦门与英国海峡殖民地。这类贸易额理应计入英国项下。加

上厦门领事估算的 10 万镑走私贸易额，该年英国贸易额应在 48 万镑左右，而非统计中

的 29.15 万镑，详见 Layton to Bonham, Jan. 28, 1850, FO 17/167, pp. 198-200, 211-217.
	 D	� 商人兼任领事情况，参见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上），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16—21 页。

	 E	� Alcock to Bowring, Jan. 24, 1853, FO 228/151, pp. 106-107B.

	 F	� John K. Fairbank, 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 Vol.Ⅱ, pp. 48-53. 
	 G	� Stanley Lane-Poole, The Life of Sir Harry Parkes: Sometime Her Majesty’s Minister to 

China & Japan, Vol. 1,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1894, p.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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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中形成的中国通商口岸研究方法和基本认知最后汇总于 1850 年的报告，改变了英

外交部用新口岸交换福州、宁波的判断，使长江流域进入英国扩张的视野。

统而观之，福州时期可视为阿礼国口岸研究的成型期，上海时期可视为成熟

期。A这些报告呈现出三个特性：（1）发掘中文情报源，呈现领馆数据无法显示的

信息；（2）在中国自身的贸易网络而非中西贸易的视角下，审视口岸贸易潜力；（3）
打破单个口岸的狭窄视野，在五口互动和比较中审视中英贸易。

在发掘中文情报源方面，阿礼国在《福州贸易二次报告》中首次将发掘中文情

报，定位为弥补《贸易报表》统计缺陷、客观认知口岸贸易的方法。他在致商务总

监的公函中表示：

我急于提交中方的福州贸易数据，在于证明福州拥有丰富的资源，并

将其作为对仅包含西方贸易信息的《贸易报表》的反证。同时，通过个人

调查和逐日观察获取的关于福州普通劳动力工资、生活必需品价格、房租

以及土地收益等补充材料，对于正确理解福州贸易数据和准确把握福州贸

易实情至关重要。B

阿礼国认为，《贸易报表》仅包含西方贸易信息，是“局限性的观察模式”。因此，

他将情报视野转向中方的贸易数据，并采取了三项办法：（1）通过巴夏礼从福州知

府衙门、福州地方志、闽海关档案等官方渠道获取清政府的数据；（2）委托巴夏礼

搜集福州劳动力工资、生活必需品价格、华商资本的流向等情报；（3）通过逐日观

察和调查获取资料后，阿礼国采用交叉互证的方法，将第一、二类资料进行对比分

析，以拼凑福州贸易的完整图景。

在多类资料互证的基础上，阿礼国强调，《贸易报表》数据寡少，“不能证明福

州对英国工业品无需求或需求太少”，因为走私频发和清朝海关的贪腐，使得使领

馆的统计对象——英国合法贸易船只销声匿迹。与之相反，福州基层的劳动力工

资数据、生活必需品价格和他对福州商业街道的走访，“有力地证明（福州）存在

一个庞大的内陆贸易”。C

	 A	� 福州时期 3 份报告包括 1845 年 8 月的《福州现有贸易报告》（Report on the Existing 
Trade of the Port of Foochow），1846 年 2 月的《福州贸易二次报告》（Second Report on 
the Trade of Foochowfoo）和 9 月的《福州海洋贸易》（Remarks on the Native Maritime 
Trade at Foo-Chow）。上海时期 5 份报告为 1848 年提交的《英国贸易的现状与未来》

（Report on the Present State and Prospects of British Trade）、《中国海洋贸易》（Report on 
the Maritime Trade of China）、《上海茶贸易》（Report on the Tea Trade of Shanghae）、《上

海丝贸易》（Report on the Silk Trade of Shanghae）和《中国税收报告》（Report on the 
Maritime and Inland Tariff of Duties and Other Charges Levied on British Trade）。

	 B	� Alcock to Davis, Feb. 12, 1846, FO 228/62, pp. 12-13.
	 C	� Alcock, Second Report on the Trade of Foochowfoo, Feb. 12, 1846, FO 17/110, pp. 111, 117, 

12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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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发掘的中方资料日益丰富，阿礼国主张透过中国本土的贸易网络理解

通商口岸的贸易现状和潜力。因此，他通过“中国海洋贸易”（Native Maritime 
Trade）和“中国内陆贸易”（Native Inland Trade）两个维度分析福州贸易。明清时

期，中国海洋贸易网络逐步成型，华商通过民船从事中国沿海各省与日本、东南

亚各国的贸易往来；中国内陆贸易网络则是以内陆长程贸易为主形成的商贸运销

网络。英国起初瞄向的是前者。它在以武力打开中国大门后，试图以东南五口为

跳板，利用自身的海运优势，侵入中国的海洋贸易网络。A

阿礼国通过追踪福州出口土货的来源地和运销路线，发现福州与沿海省份、内

陆地区均存在贸易往来，只因海盗频发，海洋贸易日渐式微，大量土货转经内陆贸

易线路被贩运至福州。在内陆贸易中，福州与苏州、杭州的贸易最为重要，其次为

通过汉口与西部地区进行的贸易。B这些发现，成为他日后强调中国的内陆贸易重

于海洋贸易，苏州、杭州应成为中国新开埠口岸的基础。

1846 年 8 月调任上海领事后，阿礼国发现，“上海贸易与中国内陆贸易、海洋

贸易和南部各口岸的国际贸易紧密相连，仅从英国在沪贸易的孤立角度，不可能客

观认知上海贸易”。C因此，除常规《贸易报表》外，他在福州口岸研究的基础上

另外撰写 5 份报告，对洋商船只在中国海洋贸易中的作用、上海茶叶贸易、上海丝

贸易、中国贸易税收和英国在华贸易前景等问题进行系统论述。

其中，《上海茶叶贸易》和《中国税收报告》最为重要。在《上海茶叶贸

易》中，阿礼国以茶的运销线路为线索，清楚呈现了以鄱阳湖为中心的内陆贸

易。他根据巴夏礼“对熟知内陆茶产地且实际从事贸易之各方人士的访谈”，确

定了长江中下游以南地区的茶产地，纠正了英方关于“东印度公司出口之红茶

几乎全部来自福建武夷山区”的错误认知，勾画了一个与英国利益攸关的中国

内陆市场——以江西义宁州为起点、南至闽江出海口、北至镇江的三角区域。

鄱阳湖在该区域内占据核心位置，茶商凭借周围密集的水网和市镇，或将茶经

赣江运至南安府后换船翻梅岭进入广东；或利用密集的水运网络和苦力担挑，

翻越横亘于浙江与江西之崇山峻岭，北运上海。换言之，该区域同为上海、广

州的贸易腹地。

不过，在阿礼国看来，上海占据更大的贸易优势。对此，他以宁州为圆心，以

义宁州至饶州府的直线距离为半径，勾勒了一个北至湖口附近、南达江西中部的扇

形区域。阿礼国认为，该扇形及以南之区域是广州借赣江之力所能经营的市场极

	 A	� John K. Fairbank, 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 Vol. 1. p. 156; 许檀：《明清时期

江西的商业城镇》，《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 年第 3 期。

	 B	� Alcock, Remarks on the Native Maritime Trade at Foo-Chow, 1846, BPP, Vol. 40, pp. 491-
492, 495-496.

	 C	� Alcock to Davis, Mar. 10, 1848, FO 17/141, p.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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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其余的广大地区则是上海茶叶出口的核心区域，包括安徽之徽州府、池州府、

太平府、广德府、六安州，江西之南昌府、饶州府、九江府等，浙江之杭州府、湖

州府、宁波府、绍兴府等，福建之建宁府、邵武府、福宁府和延平府等。就此而

言，上海具备超越广州成为英国在华贸易中心的潜力。A自此，一直为英国垂涎的

中国内陆市场，暴露在英国外交部视野下。

现实情况是，上海开埠后，英方却未真正进入中国内陆市场。对此，阿礼

国以贸易税收为线索给出了他的答案和方案。《中国税收报告》以内陆常关税

（Inland Duty）和洋货内陆转运税（Transit Duty）为线索，B认为内陆常关（Inner 
Custom Houses）是英国贸易在中国北部扩张的主要障碍。杭州、苏州两大商贸城

市，本应成为洋货“遍运天下”的枢纽，可附近的北新关、浒墅关“是上海进出

口贸易的拦截点”，使洋货“只能以高昂的成本和极大的困难经苏州、杭州销售内

地”，损害了英国的棉毛纺织贸易。据此，他认为，在未来英国的对华扩张中，英

国领事应该进驻内陆重要常关附近，迫使清朝内陆常关和地方官员“遵守条约”，

不对缴纳进口税和一定额度内陆转运税的洋货征收其他赋税，从而帮助英国贸易

“自由出入”中国内陆。C

在阿礼国的策动下，一个庞大的中国内陆贸易网络显现出来，进入其中的方

案亦被送至英国商务总监和外交大臣案前。但英方要顺利进入中国内陆市场，在

商贸情报以外，还离不开对中国政情的准确把握。因此，获取清廷内政情报成为

英国驻华使领馆情报工作的核心任务。

（二）获取清廷内政情报

在商务总监兼特使管辖领事时期，商贸情报虽是英方情报工作的重心，但驻华

机构内部也通过 “商务总监署 / 领事馆—中文部门—线人”搜集清廷内政情报。这

里的“中文部门”指商务总监署汉文处和领事馆汉文办公室（简称“汉文办”），其

内部结构见下图。

	 A	� Alcock, Report on the Tea Trade of Shanghae, FO 17/142, pp. 145-148, 153-158.
	 B	� 这指洋货自通商口岸纳税进口后，转运内陆市场依然逢关纳税且税率不定，引发贸易争

端，这源自《南京条约》相应条款定义不清晰。中英《天津条约》以子口税条款处理该

问题。参见张志云：《中外条约贸易组织的基础、推广与限制（1842—1869）》，张俊义、

陈红民主编：《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第 7 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年，

第 24—56 页。

	 C	� Alcock, Report on the Maritime and Inland Tariff of Duties and Other Charges Levied on 
British Trade, FO 17/142, pp. 193-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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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驻华使领机构中文部门一般结构图

资料来源：英国公使驻京前见 Johnston, List of all Persons Serving on the Fixed Establishments of 
the Superintendency and Consulates in China on the First Day of 1/1852, FO 17/469B, pp. 243-245; 公使驻

京后见 Service in China, Japan and Siam 1863, FO 17/469D, p. 110; Parkes, Staff of the Shanghai Consulate 
Present Distribution of Duties, 1864, FO 17/469C, pp. 170-171. 

商务总监设立后，汉文处便成为商务总监署搜集中国信息、分析中国内情的机

构。A不过由于驻扎香港，商务总监所属汉文秘书很难及时获取清政府的决策信息，而

主要依靠清政府《京报》、两广地区的线人和自己的汉学积累获取情报，进行研判。B

在内政情报中，清政府皇位继承、职官体制、财政结构、地方治理、宗藩关系和外交

事务等是重点关注对象。19世纪 40年代，汉文秘书郭士立（Karl Friedrich Gutzlaff）多次

撰写这类报告，帮助商务总监和英国外交部了解清朝皇室、官制和宗藩关系。C

《京报》虽为英方了解清政府内情提供了权威信息，但也存在两个问题。一是

资料来源有限。《京报》只收录由内阁公开发抄的奏折，仅为每日政务的一部分，D

因此仅凭《京报》难以掌握清政府内情。二是信息滞后。香港远离北京，这类信息

传递时效严重滞后。例如，1852 年 5 月 14 日和 18 日《京报》登载了工部侍郎吕

	 A	� 苏精：《中国，开门！马礼逊及相关人物研究》，香港：宗文社，2005 年，第 169—
202 页。

	 B	� 关诗珮：《译者与学者：香港与大英帝国中文知识建构》，第 301 页。

	 C	� Gutzlaff, State of China in 1846, FO 17/124, pp. 45-51; Gutzlaff, Retrospect of the Events 
during 1848, FO 17/153, pp. 36-50. 

	 D	� 李文杰：《辨色视朝：晚清的朝会、文书与政治决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
年，第 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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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基“请求直言”和新任内阁学士胜保“奏陈时务”的奏折，A这两份奏折因载有

吕、胜二人对清朝政治体制的批评而引起汉文处的关注，被择要翻译递送伦敦，只

是递送时间已是 8 月 19 日。B

这两方面的问题使得英方在研判中国内情时常面临重要情报滞后、信息混乱、

无法掌握实情等问题。再如，太平天国运动期间，英方十分关注太平军的进展和

清政府的应对举措。随着太平军向北推进，本已滞后的《京报》供应线路不时中

断，大量秘密渠道的信息却涌入商务总监署，使英方难以判断战争局势。商务总

监文翰不得不亲赴上海，调用 “领馆译员—华人信使”情报渠道，C在“特勤事务

账目”的经费支持下对太平军情报进行专项调查。D “华人信使”是受雇于英驻华

使领机构，在各领馆和商务总监署之间传递信息的华人职员。E这类华人职员并

非单纯的信差，还是领馆译员统管的情报员。此次奉派前往南京、镇江搜集情报

者，是名为 Mang Yahan 的上海领馆华人职员，不过他的工作未使文翰满意。

文翰再令上海领馆译员密迪乐（T. T. Meadows）前往镇江、南京。密迪乐

此行获取了文翰抵达上海以来“所能获取的最好、最可靠的信息”。这些信息有

长江中下游太平军的军力分布情况、太平军对洋人之态度，也有清军军事部署。

据密迪乐情报，文翰鉴于太平军对洋人的“不友善”及其强大军力，决定坚持

“中立政策”，并计划亲赴南京、镇江向太平军解释“中立政策”，消弭苏松太

道散播之“英军将助攻清军围剿太平军”的“谣言”，窥探太平军对英态度，以

资决策。F

在刺探太平天国情报中，浮现出英国 “商务总监署—上海领馆 / 广州领馆”的情

报网络。笔者统计 1853—1854 年英方搜集到的太平军情报数量发现，这两年商务总

监共收到约 84 件太平军情报。其中，来自商务总监汉文秘书及其线人者 22 件，来

	 A	� 吕贤基、胜保上奏及皇帝批示见《文宗实录》卷 57，咸丰二年三月下，《清实录》第 40
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第 750、760 页。

	 B	� Bowring to Malmesbury, Aug. 19, 1852, FO 17/192, pp. 88-110.
	 C	� Bonham to Clarendon, Apr. 22, 1853, FO 17/200, p. 239.
	 D	� Bonham to Clarendon, Aug. 2, 1853, FO 17/204, p. 29; Account of Money Received and 

Expended by Interpreter Meadows in the Public Service during the Months of April and May, 
1853, FO 17/204，pp. 42-43.

	 E	� 英国驻华机构华人职员：通事（Linguist）、书办（Writer）、信使（Messenger）、苦力

（Coolie）等。这类人既有中国人，也有新加坡等殖民地华人。由于档案中信息有限，难

断各人国籍，故本文均以“华人职员”指代 Chinese Clerk。
	 F	� Bonham to Clarendon, Apr. 22, 1853, FO 17/200, pp. 239-246. 英方与太平天国关系的研

究，参见 J. S. Gregory, Great Britain and the Taipings,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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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广州领馆者20件，来自上海领馆者22件；福州、宁波和厦门领馆合计仅20件。A

由此可见，商务总监署、广州和上海领馆是搜集太平天国战争情报的主要机

构，这 3 个机构以“汉文处 / 汉文办”的线人渠道和《京报》为信源，对太平军形

成以湖北为起点、东至上海、南至广州的三角形监控网，这应是五口通商时期英方

情报网的最大监测范围。商务总监汉文处追踪太平军整体态势，广州领馆译员巴夏

礼追踪太平军自广西往北进入长江中游腹地的状况，上海领事阿礼国及译员追踪太

平军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动向和太平军北伐的情报。B

在这个情报网络中，上海领馆的地位日益重要。这既有上海靠近太平军核心区

域的地缘优势，也因太平军北伐切断了香港获取《京报》的渠道，上海则凭借稳定

的轮船航运成为商务总监署获取《京报》的必经之地。因此，上海领馆提供的情报

更为可靠。C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商务总监署—上海领馆 / 广州领馆”的情报网

并未消亡，而是发展成为英方攫取中国内政情报的常设网络。

1861 年英公使进驻北京后，英国的情报触角从之前的通商口岸和内地市场，

延伸至清政府的决策圈，获得了过去不具备的稳定且权威的情报来源。这对英方的

情报搜集产生三方面影响。

其一，增强情报工作的汉学支持。这是前文提及的学生译员制度改革的衍生品。

1861 年公使馆进驻北京后，学生译员迁入公使馆集中学习中文。为提升培养效率，

负责汉文处的威妥玛不仅将自己的汉学研究成果转化为学员教材，而且以自己的图

书馆为蓝本，帮助公使建设汉文处学生译员图书馆。这些图书馆归档与总理衙门往

来的一切中文资料，并大量采购西方自然科学著作、欧洲汉学成果，以及《皇朝文

献通考》这类清政府官修大型图书等。D依托这些资源，来华前已受过英国大学训

练的学生译员有条件进一步提升中文水平、扩充汉学知识，成为公使馆情报工作不

可或缺的力量。E

其二，丰富北京公使馆的线人资源。为确保汉语学习的高效，汉文处尽量为每

	 A	� 数据由笔者从 FO 17 全宗下第 199、200、201、202、203、204、205、212、213、214、
215、216、217、218 卷等 14 个卷宗下，逐个计算有“中国时局”（China State）和“义

军进展”（Movements of Rebels or Insurgent）字样的报告而来。因涉及文件众多，通信

人、通信时间和信件页码从略。

	 B	� Bonham to Malmesbury, Mar.10, 1853, FO 17/200, pp. 50-73; Bonham to Clarendon, Aug. 
20, 1853, FO 17/204, pp. 112-119.

	 C	� Bonham to Malmesbury, Feb. 24, 1853, FO 17/199, pp. 256-257. 
	 D	� Bruce to Russell, Nov. 6, 1862, FO 17/374, p. 277; Bruce to Russell, Jan. 19, 1864, FO 

17/407, pp. 88-90; Alcock to Stanley, Jul. 27, 1867, FO 17/476, pp. 230-236; Alcock to 
Stanley, Apr. 16, 1868, FO 17/497, pp. 78-82.

	 E	� 阿礼国对学生译员情报贡献的论述，详见 Alcock to Clarendon, Jun. 3, 1869, FO 17/577, 
pp. 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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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学生译员配备中文教师。在教师的招募中，有科举功名者最受英方青睐。至 1863
年，汉文处及威妥玛雇佣的中文老师中至少有两人具有举人功名。A这些中文教师

不仅指导学生译员学习中文，也会充当公使馆的情报线人。依托汉文处中文教师、

华人职员和四处打探消息的“情报探子”（Newsmonger），威妥玛驻京伊始便构建了

一支不少于 15 人的线人群体。他们四处搜集情报，威妥玛向其支付“合理报酬”。B

其三，将对华情报工作融入对华日常交涉。自商务总监署汉文处和公使馆秘书

处合二为一后，公使馆参赞兼汉文正使威妥玛负责与总理衙门官员每周进行 2—3
次的会晤。这种会晤是英公使馆对华交涉的主要方式，也是英方窥探清政府政情动

态的重要渠道。卜鲁斯曾向英外交大臣如此描述：

最好的交涉方式是将讨论议题形成提案，由威妥玛送往总理衙

门……他们会在友好且非正式的会晤中讨论……我不参加这些初级会

谈，因为不习惯通过译员进行交涉的人会感到尴尬，导致会谈缺乏坦

诚，一窥中国人思维深处的机会将因我的出现而消失……恭亲王和文祥

经常对社会和政治议题发表评论，威妥玛仔细跟进他们，对他们抛出的

任何话题畅所欲言。这种交涉方式不一定会产生立竿见影的结果，但实

实在在地实现了公使驻京的重大目标，即通过两国高级官员的接触加深

彼此的了解。C

卜鲁斯形象地描绘了深谙中国文化的威妥玛“仔细跟进”恭亲王、文祥对“社会和

政治议题”的随机讨论，以“一窥中国人思维深处”。在会晤中，威妥玛仔细观察

会谈中的所有细节，特别是话题转移、会谈官员的精神状态、中国官员对同类议题

在不同会谈中展现的态度差异等，形成会谈备忘录。公使阅看备忘录后会撰写评论

并向外交部报告：（1）他对会谈具体内容的评论；（2）他对会谈中展现出的关涉中

英外交宏观事态的评价。此类情报对英方掌握中国内政实情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种将政治情报搜集内化于日常交涉的情报刺探，辅以公使馆汉文处依托线人

群体和学生译员对清政府各类机密信息的打探，以及上海、广州领馆对中国地方政

情的刺探，使英国公使及外交部的对华认知超出商贸情报和商务扩张的范畴，对后

续英方的修约决策产生关键影响。

三、情报对英国修约决策的影响

英国驻华使领馆搜集的商贸情报成为英方认知中国市场的基础信息，1861 年

	 A	� Wade to Bruce, Jan. 18, 1863, FO 17/390, pp. 169-171.
	 B	� Wade to Bruce, Dec. 5, 1861, FO 17/357, pp. 128-129.
	 C	� Bruce to Russell, Sept. 23, 1861, FO17/354, pp. 243-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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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公使进驻北京后，英方开始加紧搜集清政府内政情报，并据此调整了向长江流

域进行商贸扩张的策略。A英方还利用持续搜集的清廷内政情报，服务于 1868—
1869 年《天津条约》修约谈判，对英方的修约决策产生重要影响。

1849 年 9 月，《1848 年福州贸易报表》和《1848 年宁波贸易报表》送达伦敦后，

英外交大臣帕麦斯顿（Lord Palmerston）因这两个口岸的贸易无实质性发展，开始筹划

用两个新的沿海口岸“交换福州和宁波”，并命驻华商务总监文翰进行调查。B文翰一

方面派出由海军和领事组成的考察队调查温州地区，另一方面指示阿礼国针对该问题

提供系统性报告。

1850 年，阿礼国基于前述 7 份报告、1848 年处理“青浦教案”时调查长江中

下游的成果和商人对长江流域的走访，仅花费两周时间便撰写了长篇报告。该报

告的核心观点是英国对华贸易之未来，不在沿海地区而在内陆市场。首先，中国

东南地区山岭绵延的地貌，使宁波以南广大沿海地带与中国其他地区相隔，东南

各省人口转向大海谋生，催发了东南沿海地区与日本、东南亚的贸易。可海盗问

题和英国海军的缉私活动，已使华商放弃中国民船而改用西洋船只，中国海洋贸

易逐步落入洋商之手。因此，继续在东南沿海地区开口通商已无必要。

其次，华中、华北地区有着巨大的内陆贸易网络。阿礼国指出，华中地区是

“一片开阔而肥沃的土地”，长江自藏区东流入海，形成四通八达的水系和航运系

统，是中国“最重要的高速通道”。大运河连通了长江和黄河，使华北、华中地区

连成一片。三条河流的支流也连缀着这片区域中的每一个城市、村庄，形成“世界

上独一无二的内陆贸易网络”。

最后，苏州、杭州和镇江是英国侵入内陆贸易网络的关键。阿礼国再次强调，

苏州、杭州是洋货内销和土货外运的必经枢纽，而浒墅关、北新关是阻碍洋货遍运

天下的首要障碍，因此英国应开埠苏州、杭州作为进入内陆贸易网络的基地。与之

配合，他建议开埠镇江进驻英国小股部队，通过持续威胁清政府财政命脉——大运

河与漕运，迫使清朝官员妥协。C他认为这是解决英国对华扩张遭遇的“人文障碍”

的有效方法。因为五口通商以来，英国在华贸易遭受之种种困难，均因清政府的敌

意、腐败和中国人民的“偏见”。他交涉“青浦教案”时封锁大运河迫使清政府就

范的经验，证明该方法可行。D

1850 年 4 月，商务总监文翰在阿礼国报告和温州考察队调查的基础上，正

	 A	� 参见郑彬彬、张志云：《江汉关开埠与汉口国际贸易（1858—1869）》，《近代史研究》
2020 年第 2 期。

	 B	� FO to Bonham, Sept. 14, 1849, FO 17/152, pp. 215-217.
	 C	� Alcock to Bonham, Feb. 13, 1850, FO 17/166, pp. 265-310.
	 D	� Alcock, On Our Present Position and the State of Our Relations in China, Jan. 19, 1849, FO 

17/153, pp. 255-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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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向英外交部建议开埠苏州、杭州和镇江。A英国外交部接受该建议，长江流

域及其背后的中国内陆市场成为英国对华扩张的新目标。B1858 年，英国通过

第二次鸦片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该条约不仅规定开放长江中下游

三个口岸，而且赋予英商前往内陆开展贸易的特权。C自此，如何经营中国内

陆市场，特别是洋商取得内陆定居、内河航运等特权，成为 19 世纪 60 年代中

英交涉的重点。

1865年 12月，阿礼国出任英驻华公使。到任后，他立即发起对中国的情报刺探，

搜集 “中华目今大势”、“百官相待外国情形”和清政府“借用外国新议”等情报，据

此谋划对华策略。威妥玛在数十年汉学研究基础上，形成系统剖析清政府内政、外

交、财政、军事等问题的《新议略论》，便是其情报工作的一大成果。D不过这份被

视为英方“规训”清朝官员认知世界的“课业”文件，并非阿礼国情报工作的唯一收

获。E1866 年 8 月，他获得了系统搜集中国情报以来最重大的成果——威妥玛与文

祥会谈备忘录。

此次从下午 2 时持续到 5 时的长谈，不仅涉及回民起义、欧洲和俄国最新情势，

更有文祥主动“屏退左右”与威妥玛讨论英方最关心之中国引入铁路、电报和轮船等

事项。在备忘录中，威妥玛综合文祥在会谈中的精神面貌、转移话题细节与会谈节奏，

认为文祥虽强调清政府洋务运动面临重重困难，但“给我一种真正渴望变革的感觉”。F

此份备忘录使阿礼国对清政府开展的洋务运动有了直观感受，影响了其对华策

略。他说：“与其他正式文件相比，这份备忘录更为生动地刻画了中国政府游移踟

蹰的特点。他们希望甚至愿意部分借鉴西方文明来复兴国家，而一旦考虑到这与祖

制不符，会招来难以逾越的困难和危险后，便开始退缩。”基于这种认知，阿礼国

认为对华工作应该防止两个极端：一是阻止列强对中国失望情绪的进一步蔓延；二

是避免列强产生中国这个具有自身政治传统的国家，会发生“当前情况下绝不可能

发生之进步”的盲目乐观。G

在阿礼国酝酿对华工作思路时，新获取的涉及恭亲王奏请在同文馆新增天文算

学馆，招募满汉精英学习天文、数学知识的奏折，以及处于对立立场的倭仁表达强

	 A	� Bonham to Palmerston, Apr. 15, 1850, FO 17/166, pp. 231-233.
	 B	� FO to Bonham, Sept. 3, 1850, FO 17/164, pp. 163-167. 受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长江流域

的开埠口岸是镇江、九江和汉口。

	 C	� Statistical Department, Treaties, Conventions, etc.,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States, Vol. 1, 
pp. 407-408.

	 D	� 《阿礼国照会恭亲王》（1866 年 3 月 5 日），FO 682/2027/10。
	 E	� 何伟亚：《英国的课业：19 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第 158—159 页。

	 F	� Wade, Memorandum, Aug. 18, 1866, FO 17/451, pp. 31-32.
	 G	� Alcock to Stanley, Sept. 7, 1866, FO 17/451, pp. 15-16, 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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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反对意见的奏折，A使阿礼国看到洋务运动的积极面向，即“中国统治阶层中存有

对欧洲文化和知识的理解”，同时也看到以倭仁为代表的保守派大臣对洋务运动的抗

拒，B从而促使其确定了对华交往的基本方法。

于是阿礼国一改过去就铁路、电报和开矿等事宜向总理衙门施压的方法，确立

从中国内部培养“进步因素”引导中国变革的思路。他认为中国人要理解西方科学

的精髓，必须掌握“一套用来承载客观知识与运用的完整术语”的科学语言。只有

通过这些具备西方科学思维方式的中国精英，“欧洲的科学和宗教才能被理解”，中

国也才能顺利地被纳入英国主导的世界市场。因此 , 他不惜“超出外交代表职权”，

对中国精英在英国或欧洲大学深造出谋划策，并提醒英外交部“只有时间能帮助中

国政府和他们的改革人士克服内在困难”。C

如果说北京的情报让阿礼国看到清政府洋务运动之积极面向及内部阻力，那

么领事情报则让他看到一个内政混乱的清政府。广州领事罗伯逊持续通过《特勤报

告》向阿礼国报告两广、云贵甚至闽浙地区的官员贪腐、人民起义、地方排外、财

政匮乏、兵员不足等问题。D此外，尽管太平天国运动被清政府镇压，但华北地区

尚有捻军起义，西北和西南地区有回民起义，这让清政府面临巨大的财政和军事压

力，让阿礼国感到“某种程度的沮丧”。E

清政府洋务运动的积极面向与内政弊端丛生的共存，成为阿礼国筹划中英修约

时对中国的基本认知。1867 年 11 月，他在“中国内政与外交政策紧密相连”的认

知下，向英外交部和各列强驻华公使阐述了他对中国内政和修约的认知。F阿礼国

认为，列强在华商贸扩张遇到的诸多问题，根源在清政府内政的结构性弊病。因为

清政府卖官鬻爵，各级官员贪贿成风，导致苛捐杂税和大量的人民起义，这使中国

各省局势混乱、政府权威扫地、正常治理虚悬，从而危及列强特权。这些症结无法

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总理衙门也无力采取断然措施重塑内部秩序。

此外，阿礼国认为，同治皇帝年幼，太后垂帘听政和亲王议政的体制 , 使中央

权力分散于太后、议政王统领的军机处和六部，太后享有最高决策权。权力分散导

致官员相互推诿而不愿承担责任，政府职能松懈且软弱，清政府饱受内忧外患，无

	 A	� 《奕 等奏拟设馆学习天文算学折》（1866 年 12 月 11 日），《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
46，北京：中华书局，2008 年，第 1945—1946 页；Brown, Memorandum on Opposition 
to the New Yamen College, Jul. 23, 1867, FO 17/571, pp. 53-59.

	 B	� Alcock to Stanley, Jan. 17, 1867, FO 17/474, pp. 51-52.
	 C	� Alcock to Stanley, Jan. 17, 1867, FO 17/474, pp. 56-58.
	 D	� Robertson, Secret Service Report, Jun. 3, 1867, FO 17/571, pp. 61-78. 在阿礼国修约期

间，广州领事持续提交这类情报，均被阿礼国作为证明自己正确判断中国政治局势的

证据。

	 E	� Alcock to Stanley, Jul. 20, 1867, FO 17/571, pp. 51-52.
	 F	� Alcock to Stanley, Nov. 15, 1867, FO 17/571, p.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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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从速改革内政。基于此，他甚至认为修约交涉应延至同治皇帝成年亲政后。不

过，中国并非没有重塑秩序的可能。阿礼国认为中国有独特的政治传统，过去的统

治者凭借强大的中央权威有效维持秩序、征收赋税、获取兵员。各省虽有自己的财

税、人事和军事权力，但皇帝可以通过对总督的任免实现对地方的辖制。这样的体

制蕴含着重整内部秩序、推动洋务运动的巨大能量。A同时，情报系统捕捉到的洋

务运动之积极面向和清政府用洋务派官员替换省级保守派官员的人事调动，让阿礼

国认为事情正在向“积极的方向演进”。B

鉴于此，阿礼国认为，本次修约应关注“修订税率和贸易规则”等容易解决的问

题，暂不涉及那些要求清政府迅速重塑内部秩序的特权。因此，洋商要求废除厘金，

定居内陆以建设铁路、电报，开采中国矿产资源，在中国内河航行等主张目前不具可

行性。C毕竟，在清政府尚需镇压捻军起义和回民起义的背景下，厘金关乎清政府的

军饷筹集，洋商定居内陆隐藏着逃避监管，甚至向义军交易军火，破坏清政府镇压行

动的风险。D

阿礼国的上述认知显示，英方对华修约策略出现重大转变，即从过去基于商贸扩

张之单一视角索取各类特权，转变为在修约交涉中将清政府内政实情纳入考量。不过

这样的转变招致英商强烈不满。他们投书媒体鼓吹“英国需要一位了解我们利益的公

使，不是一位思考中国能有效承诺什么和如何公平履行承诺的公使”。面对英商诘问，

阿礼国援引诸多特权无法实施（如子口税特权）为例，辩称“30 年来英国在华事务的

失败”证明，“英国犯的错误是只考虑怎么样才符合我们的利益，却从不知道也不在乎

中国政府能够提供什么”，“英商种种要求是和整个中国财政体制和风俗习惯对抗”。E

除英商反对外，法国、美国等国驻华公使也主张向清政府索取内陆定居、开

矿、内河航行等开拓中国内陆市场的特权。F鉴于此，阿礼国将对华交涉目标设定

为：（1）解决《天津条约》相关条款的落实问题；（2）争取英商和各国公使要求的

内陆定居、开矿、内河航行等特权。前者是阿礼国交涉的重心，后者在于试探清政

府底线，以使英方获取更多利益。G1868 年 3 月至年末，经过数轮谈判，除第一

	 A	� Alcock, Memorandum on the Present Condition of the Chinese Empire and Its Internal 
Administration, Nov. 8, 1867, FO 17/571, pp. 294-297, 316-320, 326-335.

	 B	� Alcock to Stanley, Jan. 22, 1868, FO 17/572, pp. 95-96.
	 C	� Alcock, Memorandum on the Present Condition of the Chinese Empire and Its Internal 

Administration, Nov. 8, 1867, FO 17/571, pp. 332-334. 洋商主要诉求见 Shanghai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 Memorial on the Revision of the Treaty of Tientsin, FO 17/571, pp. 
129-135.

	 D	� Alcock to Stanely, May 5, 1868, FO 17/572, pp. 332-334.
	 E	� Alcock to Stanley, May 5, 1868, FO 17/572, pp. 337-341.
	 F	� Alcock to Hart, Aug.10, 1868, FO 17/574, pp. 374-375.
	 G	� Alcock to Stanley, Dec. 6, 1868, FO 17/574, pp.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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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标外，英方还一定程度实现第二项目标，迫使清政府准许南洋大臣自办煤矿、

洋商可在内河使用中式橹船和帆船开展贸易，清政府同意在鄱阳湖派遣一艘蒸汽拖

船拖曳洋商货船。A不过清政府的妥协远不能满足英商的胃口。对此，阿礼国向外

交部强调英商基于自身利益索取各类特权无可厚非，但政府应该比商人更有远见。

商人可以忽视中国的复杂状态，但外交人员不能。B

阿礼国这种基于中国现状，以英国在华长远利益暂时压制英商当前利益的修约策

略，不仅源自他对清政府内政情况的深入了解，更因为“公使馆—广州领馆 /上海领

馆”的情报工作，使他对中方修约动向了如指掌。1867 年 6 月 16 日，总理衙门为准

备一年后的修约交涉开始向通商大臣、海关监督征询意见。C8 月 12 日，广州领事罗

伯逊便通过“间接渠道”，获取了曾国藩命粤海关监督依总理衙门指令为修约进行的准

备，以及海关监督的回复。D不仅如此，1867 年 12 月 18 日，曾国藩以密折形式报告

的修约意见，E更是在1868年6月13日见诸《北华捷报》，总理衙门因此展开调查。F

该密奏是如何泄露的？曾国藩仅表示“未能格外慎密，以致被人传抄”。赫

德在回答总理衙门追问时“坚称系由领事官抄寄”。G英国外交部档案记录了英

方情报系统如何相互配合，以攫取督抚重要情报。英代理镇江领事马安（John 
Markham）或通过线人获得该折抄件，并出示给到访的汉口领事麦华陀和代理上海

领事文极司脱（Charles Winchester）。文极司脱感到事关重大，当即要求马安携带

奏折前往上海领事馆进行翻译和研究。上海领馆汉文办一等助理斯特罗纳克（W. 

G. Stronach）负责英译此折，上海副领事富礼赐（R. J. Forrest）负责跟进调查。H

翻译完毕后，该抄件由马安寄送北京，英译本至少存在 3 个副本：一份留档上海领

	 A	� 《给英使阿礼国函并节略二款》（1868 年 12 月 7 日），《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 63，
第 2573—2574 页。

	 B	� Alcock to Stanley, Dec. 6, 1868, FO 17/574, pp. 10-11.
	 C	� 《奕 等奏明年五月为重修各国条约之限已派章京造册请饬通商大臣咨送能员以备查询

折》（1867 年 6 月 16 日）、《奕 等奏预筹修约请饬各将军督抚大臣各抒己见折》（1867
年 10 月 12 日），《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 49，第 2055—2057、2119—2122 页。

	 D	� Robertson to Alcock, Aug. 12, 1867, FO 17/571, pp. 93-103.
	 E	� 《曾国藩奏议覆修约事宜折》（1867 年 12 月 18 日），《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 54，

第 2225—2228 页。

	 F	� Editorial Selections, “Tsen-Kwo-Fan and Railways,” The North China Herald and Market 
Report, Jun. 13, 1868, ProQuest Historical Newspapers: Chinese Newspapers Collection,  
p. 273. 

	 G	� 《曾国藩奏前密折未能慎密被人传抄请旨议处折》（1868 年 9 月）、《奕 等奏中外交涉

关系重大请饬格外慎密折》（1868 年 10 月 3 日），《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 61，第
2452、2459 页。

	 H	� Winchester to Alcock, May 22, 1868, FO 228/452, pp. 240-242; Winchester to Stanley, May 
22, 1868, FO 17/572, pp. 303-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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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馆，另外两份于 1868 年 5 月 22 日分别寄送英国公使阿礼国和英国外交大臣。赫

德上交之件应为马安的抄件，《北华捷报》的信源可能是上海领事馆。

截获的曾国藩奏折让阿礼国确认，中国可在煤矿开采、派遣外交使团和外国使

节待同治皇帝成年后觐见等问题上让步，更让其确定曾国藩等饱受中国传统教育的

高级官员存在引用西方技术、引导中国变革的想法。这成为他向外交部论辩其修约

策略合理性的重要证据。A

以此折为线索，上海副领事富礼赐动用“领事—译员—中国线人”情报渠道，

进一步搜集各督抚的修约奏折。他从一位“以信息准确闻名的线人”处获得地方督

抚关于中英修约的上奏情况及其大致内容，包括：两江总督曾国藩 3 份，湖广总督

李鸿章 3 份，陕甘总督左宗棠 2 份，浙江巡抚马新贻 1 份，福州将军英桂 1 份，江

海关监督致曾国藩信件 1 份。富礼赐自信“很快就会获得这些奏折的完整内容”。B

除上述奏折外，至 1869 年 10 月中英新约议定前，阿礼国依托英国公使馆汉文

处和领事馆情报系统，还搜集了不少中方有关修约的重要情报，详见下表。

1869 年 4—8月阿礼国获取的清政府重要修约文件

阿礼国报告时间 中方上奏或下发时间 所获信息

1869 年 4 月 14 日 1869 年 2 月 4 日 《上谕》

1869 年 5 月 7 日 1867 年 10 月 12 日
《奕 等奏预筹修约请饬各将军督抚大臣各
抒己见折》

1869 年 5 月 7 日 1869 年 2 月 2 日 《军机处、六部等对修约草案的意见》

1869 年 6 月 3 日 1867 年 10 月 12 日 《总理衙门密函》《总理衙门条说六条》

1869 年 6 月 3 日 1867 年 10 月或 11 月 《江苏巡抚丁大人致总理衙门密函》

1869 年 8 月 28 日 1867 年 12 月 1 日 《湖广总督李鸿章密折》

资料来源：Alcock to Clarendon, Apr. 14, 1869, FO 17/576, pp. 354-363; Alcock to Clarendon, May 7, 
1869, FO 17/576, pp. 381-406; Alcock to Clarendon, Jun. 3, 1869, FO 17/577, pp. 1-23; Alcock to Clarendon, 
Aug. 28, 1869, FO 17/578, pp. 13-35.

	 A	� Alcock to Stanley, Jun. 9, 1868, FO 17/573, pp. 5-7.
	 B	� Forrest, Note Regarding the Memorials to the Throne from High Chinese Officers Concerning 

the Revision of the Treaty of Tientsin, May 22, 1868, FO 17/572, pp. 319-321. 据《筹办夷

务始末》（同治朝）卷 51—55 记载，这位线人的信息略有错误。督抚奏折包含正件和附

件两个文件，正件阐述各督抚对修约的基本认知，附件《条说》是针对各修约事项的具

体意见，这位线人将正件、附件各算一件。左宗棠之两件应为《左宗棠奏议覆修约事宜

折》和《左宗棠条说》。李鸿章的三件应为《李鸿章奏议覆修约事宜折》《李鸿章条说》

和一份代奏——《附呈藩司丁日昌条说》。曾国藩之三件，其中之一应为《江海关监督

致曾国藩信件》，因为李鸿章接总理衙门搜集修约信息的命令后，因公务繁忙而“委江

海关道应宝实，悉心研究，禀由署通商大臣曾国藩咨达在案”，详见《李鸿章奏议覆修

约事宜折》（1867 年 12 月 31 日），《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 55，第 22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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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衙门密函》和《总理衙门条说六条》实为《奕 等奏预筹修约请饬各将

军督抚大臣各抒己见折》的附件，是指导总理衙门修约交涉的纲领性文件。A李鸿

章奏折是阿礼国一直觊觎但迟迟无法获取的情报。B1869 年中英新约基本议定后，

阿礼国“颇费气力地通过间接渠道”获得 1869 年 2 月初清政府内阁、大学士、六

部九卿对中英新约草案的讨论意见以及同治皇帝的上谕等机密情报。C通过这些文

件，阿礼国对总理衙门修约的指导性原则、各督抚意见和清政府各派系官员对修约

的态度差异均有了掌握，成为他向外交部抗辩英商质疑、坚持对华交涉之务实性政

策的重要证据。

正是在阿礼国的主张下，英方利用情报工作不断加深对华了解，并在修约交涉

中将中国内政实情作为修约决策参考，拟制应对策略，与中方签订了《英国新修条

约十六款》《英国新修条约善后章程十款》《英国新修税则十二项》等新约。通过这

些条约，清政府被迫增开长江通商口岸，减免洋货进口关税，降低中国煤炭税额并

同意自办煤矿，准许洋商运用中式船只在内河航行，在鄱阳湖派驻海关拖船拖曳洋

商货船，英国在华利益得到进一步扩大。D

结    论

英国政府认知中国和对华决策，很大程度依赖于驻华使领馆的情报工作。自

1843 年领事进驻通商口岸至 1861 年公使进驻北京，英国政府依托驻华使领机构的

建设，逐步构建了一张覆盖中国沿海和沿江地区，对中央政府、地方督抚进行立体

化刺探的情报网络。在该网络内，英国使领馆搜索了大量中国商贸和内政情报，成

为英方筹划在华商贸扩张、制定对华政策的信息基础。

英国领事依托条约保税职责搜集英商和他国洋商的通商口岸贸易数据，在英国

在华贸易的视角下编写《贸易报表》，成为英国政府认知对华贸易态势的基本资料。

但走私频发和统计口径的缺陷，使《贸易报表》数据失真。对此，英国领事阿礼国

及其译员巴夏礼通过搜集中文资料、实地调查、口述访谈等方式开辟情报源，并在

	 A	� 《总理衙门密函》《总理衙门条说六条》（1867 年 10 月 12 日），《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

卷 50，第 2123—2127 页。

	 B	� Alcock to Clarendon, Aug. 28, 1869, FO 17/578, p. 13.
	 C	� Alcock to Clarendon, Apr. 14, 1869, FO 17/576, pp. 354-355；《奕 等奏与英使阿礼国修

约彼此或允或否大概情形折》（1869 年 2 月 2 日）、《奕 等又奏预筹修约各项文件请派

亲郡王大学士九卿公阅议奏折》（1869 年 2 月），《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 63，第
2513—2520 页。

	 D	� 《英国新修条约十六款》《英国新修条约善后章程十款》《英国新修税则十二项》（1869
年 10 月 23 日 ），《 筹 办 夷 务 始 末 》（ 同 治 朝 ） 卷 68， 第 2759—2767 页；Alcock to 
Clarendon, Oct. 28, 1869, FO 17/578, pp. 189—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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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贸易网络视角下进行分析。这不仅使他们克服了统计数据的缺陷，而且发

现了中国庞大的内陆贸易网络，谋划了依托长江、大运河及其附近重要城市（苏

州、杭州、镇江），辅以英军武力胁迫向中国内陆扩张的策略。自此，内陆市场成

为英国对华扩张的新方向。

在商贸情报之外，英方持续加大对清朝内政情报的搜集。在商务总监兼任特使

并管辖领事阶段，英方便依托“商务总监署 / 领事馆—中文部门—线人”的情报渠

道，通过“香港—广州 / 上海”情报基地，不断攫取清政府内政情报。英国公使驻

京后，英方情报触角延伸至清政府决策中心。他们依托“驻京使馆—广州领馆 / 上

海领馆”的情报基地，通过“公使馆 / 领事馆—中文部门—线人”的渠道持续搜集

清政府、地方督抚的重要情报。这些情报工作使英方捕捉到洋务运动的积极面向和

清政府的实际困难，并且较为系统地掌握了中方的修约准备。基于此，升任公使的

阿礼国主张在修约交涉中超越单一商贸视角，将中国的内政情况纳入决策参考范

畴，制定了具有针对性的谈判策略，并据此与清政府修订了中英新约，实现了扩大

英国在华特权的目的。

综上可见，19 世纪中叶之后，随着英国驻华使领馆情报工作的开展，英国对

华决策逐步形成“情报搜集—认知中国—政策调适”的模式，对英国攫取在华权益

发挥了关键作用。进而言之，英国驻华使领馆情报工作的深入，逐步更新着英国政

府的对华认知，促使其对华扩张发生务实性转变。英方改变过去向清政府一味施压

的办法，开始着手在清政府内部培养“代理人”，以引导清政府发生变革，从而服

务其对华扩张。在清朝国力孱弱的背景下，英国据此不断施压中方，拓展其在华商

业、政治利益，为英国与其他列强在华竞争提供了支持。

〔作者郑彬彬，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博士后；张志云，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

院历史系教授。上海� 200440〕

（责任编辑：刘  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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